
傳播論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2期（2025）：249–285
https://doi.org/10.30180/CS.202504_(72).0009

「宣傳憂慮症」：中西公共關係學的	
「閾限性」探蹟及公共性轉向

劉曉程 a、王浩 a

a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蘭州市，中國大陸

摘要

站在西方現代公共關係學100年及中國公共關係學40年的歷史節

點，回溯「宣傳」如何從學科發軔時的「元命題」，淪為不便討論的道德

問題而非學術概念。本文引入「閾限性」作為自反性工具，逆向重思中

西公共關係學皆有、但指向各異的「宣傳憂慮症」。研究發現，西方現

代公共關係學長期糾結於如何處理「壞宣傳」的問題，通過告別宣傳在

民主進程中的建設性作用、接受宣傳的當代指稱、將公關宣傳史視為

「不道德前史」，宣傳被主流公共關係學「納入性排除」。在中國，「公

共關係」分別於1930及1980年代兩度引進，其間雖時隔半世紀，但引

進之初皆試圖匯入國家本土「宣傳」實踐。然而，在改革開放與經濟權

力的「毛細管作用」下，中國現代公共關係學選擇了一條親市場、弱政

劉曉程，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研究興趣：公共關係、策略傳播。電
郵：liuxch@lzu.edu.cn

王浩，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興趣：公共關係史、公共傳
播。電郵：18935393976@163.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4年3月6日。論文接受日期：2024年9月13日。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5).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25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2期（2025）

治的發展路徑，長期以來弱化了對國家政治宣傳實踐應有的理論闡釋

力。近年來，全球公關學界呈現出將公共關係「斂合」回「宣傳」研究

的新勢頭，本文據此提出全球公共關係學的「公共性轉向」（publicity 

turn），詳梳中西學界的研究側重，以期紓解公關的宣傳原罪論。

關鍵詞：宣傳、公共關係學、閾限性、公共性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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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nding at the crossroads of Western modern public relations over the last 

century and China’s public relations over the last four decad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he notion of “propaganda” has grown from an academic idea 

into a difficult moral issue since its origin in the discipline. This study 

introduces liminality as a reflexive conceptual tool to reverse the anxieties over 

propaganda that prevails in both China and Western public relations 

scholarship, but the cause and particular direction of concern ar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study’s findings, modern Western public relations scholarship 

has long struggled with how to deal with propaganda and its negative 

connotations. By abandoning propaganda’s positive function in democratic 

processes, accepting contemporary criticisms of propaganda, and dismissing the 

trajectory of public relations propaganda as having an immoral pre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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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ganda has been inclusively excluded from mainstream public relations 

scholarship. In China, the idea of “public relations” was introduced twice, once 

in the 1930s and again in the 1980s. However, under the ripple effe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the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 in 

China emphasized the market, depoliticizing its social role. This approach has 

been considered an obstacle to theory-building around the country’s practice of 

propaganda in the political realm. In recent years, global public relations 

academic research has shown a renewed momentum of converging public 

relations scholarship with publicity research. This study characterizes this trend 

as the “publicity turn” of global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and further elaborates 

on its implications for addressing the negative overtones of public relations as 

equivalent to propaganda.

Keywords: propaganda, public relations, liminality, publicity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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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

1923年，伯奈斯（Edward L. Bernays）在《輿論的結晶》（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中首次提出「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一詞，旨在替

換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聲名狼藉的「宣傳」（propaganda），並於同年在紐

約大學開設公共關係課程。公關論著及高等教育的出現被視作「學科創

立」的標誌，如此算來，現代公共關係學已誕生百年，公關與宣傳的曖

昧關係亦持續百年。

在中國，公共關係學先後經歷兩次引進。1936年時任燕京大學新聞

系主任的梁士純教授在《實用宣傳學》一書中大量引用伯奈斯論著，同

時期燕大新聞學專業開設名為「實用宣傳與公共關係」的必修課程，實

際教育與研究中，公關與宣傳並稱或統稱「宣傳學」（王曉樂，2010）。

全民族抗日的戰時狀態，梁等知識份子所力陳宣傳之正當性，直指戰

爭動員、政治宣傳對國難的積極意義，公共關係被「糅合」進宣傳論述

中。此番引進，公關借宣傳的「東風」。1984年可視為真正意義上的「中

國公共關係元年」，這年政治話語號召發展社會主義公共關係，學界引

介西方公共關係理論，業界紛紛設立公共關係部門（明安香，2020）。

至今，中國公共關係學已走過「專業化與學科化共生」（劉曉程、李旭

紅，2019）的40年。改革開放語境下，公共關係所代表的先進性與民

主政治、市場經濟、市民社會等資本主義想像不謀而合。此番引進，

公關卻與宣傳隱含劃界。

對照中／西公共關係學科發軔的歷史語境，宣傳是顯見的元命題。

然而，縱觀中／西公共關係學四十年／百年的發展歷程，宣傳逐漸變成

一個不便討論的道德問題（moral issue）而非學術概念（L’Etang, 2004, p. 

14）。首先，公共關係歷史建構層面，宣傳是無關緊要的「前史」（pre-

history）和無須自反的古典知識體系。公關教科書中經典的「四模式」將

現代公共關係描述為從新聞代理／宣傳（press agentry/publicity）、公共訊

息（public information）、雙向不對稱（two-way asymmetric）到雙向對稱

（two-way symmetric）的逐級優化過程（Grunig & Hunt, 1984），最低階宣

傳操縱模式是巴納姆（P. T. Barnum）代表的「公共關係的黑暗時期」，而

最高階的對稱模式則以「卓越公共關係」（excellent public relations）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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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runig et al., 2002）。這種類型劃分將公關史簡化為「好的」現代公關

和「不好的」公關前史。其次，公共關係理論建構層面，為免於受到「宣

傳」指責（Fawkes, 2006），公共關係主導範式從「說服」向「管理」和「關係」

等更具倫理性的方向轉變（張依依，2007）。多數研究突顯「親社會」

（prosocial）效應而害怕與宣傳有染（Stoker, 2020, p. 46），修辭研究繞開

「宣傳」概念，迂迴地分析公共關係話語的說服性、倫理性和有效性

（Heath, 2001），批判學者普遍懷疑公共關係對民主社會的積極貢獻

（Miller, 2007; Stauber & Rampton, 1995），僅有少數學者從「弱宣傳」

（weak propaganda）的中間立場解釋公共關係的現實運作（Moloney, 

2006）。最後，公共關係專業建構層面，中西公共關係學均為學科正當

性長期奮戰（黃懿慧，2017），而傳統「宣傳研究」屬社會科學領域的陰

暗面議題，在學科正名進程中被極力淡化。其結果是，不僅宣傳一詞

在公共關係學界遭「稀釋」，而且說服、宣導、影響等理解公共關係的

重要維度也被「降級」為不夠道德的解釋框架（Pfau & Wan, 2006; Porter, 

2010; Senne & Moore, 2015）。

本文以「宣傳憂慮症」作為比喻，意在反思公共關係學領域理所當

然的「壞宣傳」觀念。首先，這裏的宣傳是作為觀念的宣傳，公共關係

學針對宣傳的觀念並非天然就是「壞」的，且宣傳憂慮的指向在中西社

會也非固定對象，會因特定歷史語境的需要去塑造宣傳的政治正確／不

正確。其次，本文並非為宣傳站台，或意圖為宣傳祛除污名，而是關

心為何一門脫胎宣傳的專業長期懼怕討論宣傳，乃至將宣傳與說服、

宣導等「近親」概念混為一談，醉心書寫道德化的公關話語卻仍被視為

自私自利。最後，本文無意陷入公關是／不是宣傳的立場論辯，而是認

為公關與宣傳不只有零和遊戲這一種命運，宣傳不會消失，也不只有

好壞之分，公關隨勢而轉，也不只有追求平等主義意識形態的不切實

際目標的方向。

如果說傳播學對「宣傳」的興趣始於夯實大眾傳播「科學性」的宏

願，那麼公共關係學最初脫胎宣傳、繼而提純宣傳、轉而否定宣傳的

「宣傳憂慮症」，恰可與其小學科、偏應用、強工具、弱人文的學科定

位，以及因「宣傳」污點而在西方社會被視為「骯髒工作」（dirty work）

（Sommerfeldt & Kent, 2020）在中國社會背負「黑公關」（董天策、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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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2011）、「關係公關」（張明新、陳先紅，2014）、「性別公關」（陳先

紅、江薇薇，2018）等職業污名形成某種呼應。更重要的是，宣傳被策

略性地從公共關係學術話語中剝離開來，某種程度上也使學科走向「無

根的狀態」。正如有學者批評「當今的公關學界已然退出歷史研究的舞

台」（Brown, 2006），傳記式、年代式、國別式的線性論述居多，而甚

少產出思想史、觀念史、概念史的深挖，抑或接入跨國、全球、微觀

等史學界新視角。

站在西方現代公共關係學100年及中國公共關係學40年的歷史節

點，本文研究「宣傳」在公共關係學術話語中走向邊緣的過程及後果，

一則有助於重回學科化脈絡，清理公共關係學科史中被制度化的宣傳

觀念，反思因宣傳憂慮帶來的自證怪圈或從業羞恥；二則有助於將宣

傳概念從道德框架中區分出來，與學界既有的宣傳歷史與實踐研究展

開對話，為公共關係開放諸如公共宣導、說服性溝通、軟宣傳等更結

合現實而非更具幻想色彩的認識論可能。基於此，本文首先引入「閾限

性」概念作為思辨工具，對公共關係學術領域曖昧不明的「宣傳觀」展開

逆向反思。其次，回到學科發軔的歷史語境，梳理西方現代公共關係

學對宣傳的「納入性排除」和中國公共關係學向宣傳「匯流又分流」的過

程，發現宣傳憂慮的差異化因應造成極為相似的實踐悖論。迴避宣傳

污名卻走向比宣傳更甚的自我污名，這種困境如何破解？本文最後據

宣傳研究的回歸討論當前全球公共關係學的「公共性」轉向，並初步歸

納中西學界不同趨勢，以期為未來研究提供啟示。

曖昧的「宣傳觀」：作為自反性概念的「閾限性」 
與公共關係學的逆向反思

公關如何看待宣傳與公關如何看待自身是一對鏡像問題，前者指

公關學界的宣傳觀，後者則可視為公關反宣傳的修辭學實踐。宣傳定

義大多包含操縱的概念（Bernays, 1928; Corner, 2007; Lasswell et al., 

1935; Lippman, 1922; Marlin, 2013），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操縱有悖人

權、民選、言論自由、公開辯論等民主理念，因而作為一個學術領

域，宣傳研究（propaganda studies）主要關注兩次世界大戰、冷戰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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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狀態」下的歷史反常，或通過界定非民主國家、威權政府的方式研究

「特殊時期」的宣傳個案（Briant, 2015; Jowett & O’Donnell, 1992; Miller, 

2007）。這些宣傳往往借助欺騙、脅迫、勸誘等操縱手段，公關學界的

宣傳觀也由此限定在不道德的操縱性傳播層面。正如新聞學將記者

（hacks）與公關（flacks）對立起來討論新聞專業主義（Tench & Yeomans, 

2017, p. 273），公關學界也找到一個理想的靶子，通過「你做宣傳，我

們做公關」的立場區分，將宣傳問題懸置起來。

至於公關看待自身的方式，只要對主流公共關係定義稍加檢視，

就會發現公關學界不遺餘力地將自身理想化（idealisation）（Moloney & 

McGrath, 2019, p. 6）。一方面，當今圍繞公關本質的認知有傳播管 

理（Grunig & Hunt, 1984）、關係管理（Coombs & Holladay, 2006）、策略

傳播（Russell & Lamme, 2016）等多元側重，諸如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夥伴關係（partnership）、平衡關係（balanced relationship）、

互惠互利（mutual benefits）等令人舒適的表達被突出強調。另一方面，

說服（persuade）、宣導（advocate）、宣傳（publicity）等辭彙被刻意忽視

（Mallinson, 1996, p. 16; White, 1991, p. 4）。這種反宣傳修辭假定「所有

的說服都等同於操縱」，將有意圖的說服實踐與更貶義的宣傳實踐聯繫

在一起（Messina, 2007），以此迴避對「有組織的說服性傳播」（organized 

persuasive communication）進行理論化的嘗試（Bakir et al., 2019），於是

牽引出公共關係學長期以來對「宣傳」的曖昧態度、對宣傳研究的狹隘

限制、對關鍵術語的混淆使用，以及既理想主義又功利主義的學術研

究圖景。

中國學者陳先紅（2016）較早從積極面相對上述學科困境作出解

釋。她提出，公共關係學是一門具有可移動邊界和可溝通空間的「閾限

學科」，歸屬不一或邊界模糊恰為優勢，使公關如「八爪魚」般可涉入臨

近領域或不同學科間的議題討論。相關分析旨在借「閾限性」自證公共

關係學可由小學科轉向大學科、由應用力轉向學術力、由單一視角轉

向立體視角的增長潛質。然而，無論中西，「公關」甚至稱不上中性

詞，而是如「宣傳」一般淪為無所不包卻內裏為空的無效概念。在社會

學領域，貝克（Ulrich Beck）率先提出對家庭、階級、社區、共同體等

基礎性概念進行徹底反思，防止繼續依傍「僵屍概念」（zombi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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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的陳舊基因理解新現實（Woodman et al., 2015）。或許，公共關係

的困局也在於其自反性（reflexivity）：公關借助對傳統宣傳的反叛而興

起，卻又不得不延續某種宣傳的傳統來維繫自身。如果繼續對宣傳（顯

性的歷史、複雜的實踐抑或隱性的風險）充耳不聞，那麼公共關係學自

身的合法性基礎也難夯實。因此，本文雖認同陳先紅教授的創新視

角，但傾向於將「閾限性」作為學科反躬自省的概念工具，逆向反思公

共關係學長期存在的「宣傳憂慮症」以及由此衍生的諸多悖論。

「閾限」（liminal）最早由法國人類學家范熱內普（Arnold van Gennep；
2010：138）提出，用以形容宗教儀式中的象徵性行為。英國人類學家特

納（Turner, 1982, pp. 24–60）發展出今天廣為人知的「閾限性」（liminality）

概念，將其解釋力延伸至廣義社會儀式中「模棱兩可」、「未被定義」、

「超越規範性社會框架之外」的中間過程。脫離人類學的研究對象，「閾

限性」更接近一種概念工具，提醒研究者突破二元思維，採用「閾限前

（結構）－閾限（反結構）－閾限後（結構）」的三階段模式，思考事物定

型前的邊界效應、關注連續歷史的斷裂之處、尋找中間狀態的發展潛

能等更複雜的問題。

本文認為，公共關係學處理「宣傳」的方式使學科「閾限性」長期存

在。持公關宣傳立場的學者主張對宣傳作為過程（means）還是結果

（ends）進行嚴格區分：從最終結果看，公關從來都是宣傳，但其過程

可以是有道德基礎和價值追求的專門化說服（胡百精，2014a），根植於

自由市場競爭中無處不在的「促銷文化」（promotional culture）（Moloney 

& McGrath, 2019）。承認公關達到宣傳效果並非徹底地批判與取消公

關，而是結合現實尋求公關與公眾輿論、公共討論、協商民主等公共

傳播之間的可能性適應，以說服而非壓服、悅服而非威服的方式為組

織爭取競爭優勢。相反，持公關非宣傳立場的學者則將過程或形式看

得至關重要，布伯（Martin Buber）「我與你」的相遇對話及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的對話理論被奉為哲學基礎，故而交往美德尤其人

際溝通禮儀被移植到公共關係研究中，理論模型則需解釋企業、政

府、非政府組織、公眾人物等不同主體面對公眾時的現實情境。然

而，對話總是最優嗎？「對話可以專制，撒播可以公正」（Peters, 1999, p. 

34）的警惕似乎還未引起公關學者的普遍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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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傾向可能會稀釋公共關係自身的聲譽，平等傾向則可能並未

誠實面對公共關係的現實。究竟是納入宣傳還是將其排除在外？學界

引入各種替代性解釋框架「反宣傳」的同時，公關實踐陷入兩難，這種

走向自身反面的宣傳悖論有何歷史根源？「閾限性」概念的價值恰恰在

於將公共關係學的自相矛盾之處問題化，而非視而不見。下文首先回

到西方現代公共關係發軔的歷史語境，細緻梳理「宣傳」被公共關係學

表面納入、實質排除的過程，再對照公共關係進入中國的在地語境，

梳理公共關係如何試圖與傳統宣傳體制匯流，而後又遽然分流出來。

「宣傳」的納入性排除：西方現代公共關係學的 
「閾限性」根源

斯托克（Stoker, 2020）曾將公共關係學流行的觀念歸納為一系列悖

論，認為公共利益、關係、管理、對話、問責、忠誠、社區等關鍵概

念均存在抽象層次的邏輯謬誤。悖論不僅顯見，而且推陳出新，但根

本性悖論幾乎保持不變：公關規範理論與公關反規範實踐自相矛盾地

實現了各自的增長。悖論的證據來自公關學術話語在語用層面的失

效，借助反直覺的成功案例，如美國蘋果公司的反透明度公關；以及

從業者反卓越的自曝，如自稱「被僱傭的駭客」或「對客戶而非真相負

責」，批判現行範式。「悖論」有助於反思公關理論與現實的脫節，可惜

歷史維度仍未受到充分重視。「閾限性」則直指公共關係歷史與當下間

固有的模糊性。歷史中，西方現代公共關係脫胎「宣傳」卻極力與「宣

傳的歷史根源」拉開距離，其結果，「宣傳」表面上被納入公共關係的知

識體系，卻實質上被排除在公共關係的學術體系之外，本文稱之為宣

傳的「納入性排除」（inclusive exclusive）。

納入：公共關係作為「建設性宣傳」

在19世紀，「宣傳」一詞幾乎沒有負面含義，經常與政治家或宗教

人物「說服未皈依者」的努力聯繫在一起（Irwin, 1936, p. 3）。現代公共關

係就產生於1890至1910年代美國進步主義時期並以宣傳（publicit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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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出現。1904年「帕克和李公關公司」（Parker & Lee）在紐約成立，李

（Ivy Lee）被視為職業公關之父，而他本人畢生以「宣傳家」（propagandist）

自居。

作為美國歷史上典型的「信條激情時期」（creedal passion periods）

（亨廷頓，2017），進步時代的兩大主題是大眾媒體的「曝光政治」與公

眾的「道德義憤」。李普曼（Lippmann, 1985, p. 25）發現，人們對揭露報

導的熱情並非因為腐敗或濫權的程度上升了，而是公眾對被欺騙、被

蒙蔽的容忍度在下降，「心情好的丈夫幾乎甚麼都能容忍，至於心情不

好時，僅僅因為拖鞋放錯位置也會勃然大怒」。李普曼代表多數改革者

的主張：專家代理公眾、宣傳家代理公眾輿論、政府代理自由市場的

權利分配，然而，勞資衝突中誰來代理企業利益仍是空白。

公關從業者在新聞界的「扒糞運動」（Muckraker Movement）與廣告

界的「詞語包裝」之外，開闢出組織與公眾溝通的新領域。早期公關公

司服務的客戶主要是「準公共組織」。鐵路公司、石油公司等面向公用

事業的大組織既受到政府特別保護，又擔心陷入輿論審判、被政府監管

乃至國有化。傳統做法是私下買通媒體，企業家以孤立、傲慢、保密

的姿態處理公眾關係（Ewen, 1996）。公關公司的策略則是說服客戶直面

公眾，以「坦率的姿態」（posture of candor）公開宣傳（Filler, 1976, p. 

246）。1906年，李在協助無煙煤道路和礦山公司（Anthracite Coal Roads 

and Mines Company）處理罷工事件時發表了第一份公關行業原則宣言，

其中寫道：「我們的計劃是坦率而公開地代表商業關切和公共機構，為

美國媒體和公眾提供及時、準確的資訊」（Nelson, 1996, p. 31）。公關作

為民間調解者的雛形初現。

在李看來，宣傳具有雙重正當性。一是滿足公眾知情權，揭露商

業和政府的腐敗，二是為社會提供「和解」的可能，防止衝突和群體性

憤怒危及民主社會的根基。在這個意義上，李是以「家長式」（chiefly 

paternalistic）作風來理解宣傳的（John III, 2006），他將宣傳在民主社會

的作用與進步主義的社會改良聯繫起來，包括重視公眾情感、理性引

導輿論、開明自利、「原罪軟著陸」等正面宣傳觀念被納入早期公關實

踐（胡百精，2014a：208）。在一份未公開出版、題為《建設性宣傳》

（Constructive Publicity）的手稿中，李為宣傳辯護稱：「如果代表不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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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毀而是真正建立起來的思想和原則進行宣傳，那麼宣傳有甚麼不合

適的呢」（轉引自 John III, 2006）。「建設性宣傳」也可概括早期公關從業

者的宣傳認知和自我認知：宣傳具備建設性，公關承認宣傳的道德基

礎，並自視坦率、公開、負責任的宣傳家。

排除及失敗的再納入：從「公共關係顧問」到「新宣傳」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宣傳」的正面語義快速消亡，宣傳家們所追

求的「打消公眾敵意」、「健全觀點的自由市場」的理念也面臨巨大考驗

（劉海龍，2013：70）。進步時代以提高政府和企業透明度立足的宣

傳，在戰後被視為操縱公眾輿論的「武器」（Russell & Bishop, 2009; 

Stoker & Rawlins, 2005）。公關從業者試圖與「宣傳」撇清關係，建立新

的職業品牌。將公關實踐知識化的轉折發生在1923年，伯奈斯出版第

一本公共關係論著《輿論的結晶》，並於同年在紐約大學開設美國第一

堂公共關係課程。迫於各方壓力，紐約大學的公關課僅開設兩年就無

疾而終（黃懿慧等，2021），但以公關為主題的書籍陸續出版，教授公

關技能的大學教育開始萌芽，公關由一個「行當」向一門「專業」轉變。

學科化的起點也是現代公共關係含混不清、急於為自身專業性證成

的「閾限階段」。職業命名時，伯奈斯（Bernays, 1961, p. 12）創造了一個

新詞—「公共關係顧問」（public relations counsel），而不是採用宣傳

家（propagandist）、新聞代理人（press agent）、宣傳人員（publicity man）

等舊詞。職業類比時，伯奈斯（p. 50）延續了李常採用的法律類比，強

調公關是法官也是陪審團，更是「輿論法庭的辯護律師」。論及職業道

德時，伯奈斯（p. 218）不僅提出公關的社會價值在於塑造「公共良心」，

還提醒從業者保持高度的自我省察，對企圖凌駕於職業道德及社會標

準之上的業務要「斷然拒絕」。職能定位時，伯奈斯（p. 14）提出經典的

雙行道（two-way street）理念，公關顧問既要「向公眾解釋客戶，也向客

戶解釋公眾」。這些觀點將公共關係置於純粹倫理性又相當模糊的行動

框架中。一方面，公關顧問必須代表正當理由，代表精心挑選、值得

代表的客戶去組織輿論、說服公眾。另一方面，公關不是超然獨立、

價值無涉的「第四權」，相反，從業者雖以公共利益之名向公眾解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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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但如同「辯護律師」隱喻所暗含的行事邏輯，這種解釋總是朝著有

利於客戶的方向進行。胡百精和董晨宇（2013）曾將伯奈斯早期觀點中

的「自相矛盾」之處歸因於自由與秩序、自我與認同、個體與共同體之

間的「民主悖論」。

伯奈斯顯然意識到了「閾限性」的存在，於是在遠離克里爾委員會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近十年後又滿懷信心地出版了《宣傳》

（Propaganda）一書，旨在從公共關係角度為宣傳辯護。他認為「宣傳」

比「公共性」（publicity）更適合描述公共關係的本質，為區別於第一次世

界大戰期間德國的「壞宣傳」，伯奈斯（Bernays, 1928, p. 9）首次使用了

「新宣傳」（new propaganda）的說法，全書開頭就提到，「有意識地、明

智地操縱群眾有組織的習慣和觀點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因素」。與進步時

期的改革宣傳家相比，伯奈斯（Bernays, 1947）不再滿足於公開宣傳使事

實眾所周知，而是認為宣傳就是「製造認同的工程學」（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這種宣傳觀既內化了李普曼的「擬態環境」，理直氣壯地操

縱輿論以「塑造公眾頭腦中的畫面」，同時又超越了李普曼的「刻板印

象」，主張科學宣傳完全可以改變公眾固有成見、傳播新思想、引領新

風尚。然而，《宣傳》一書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歷史研究。儘管伯奈斯提

供了「宣傳」的宗教詞源及美國詞典中的各種定義，但他對宣傳的總體

評價缺乏嚴謹、中立態度。例如他引用《科學美國人》的文章，稱宣傳

「出身誠實，歷史悠久」，卻忽視同時期「宣傳」在欺騙、脅迫、顛覆革

命、草根運動等負面或反諷語境中的頻繁使用（Myers, 2015）。再如他

強調宣傳獲勝的關鍵在於符合公眾利益，卻沒有賦予公眾利益任何實

質的「公共性內涵」，而是呼籲宣傳家運用弗洛伊德心理學激發「我們羞

於承認的欲望」（Bernays, 1928, p. 52）。更關鍵的是，將「新宣傳」納入

專業公關實踐，進一步加深了從業者的認知失調，接受公關是新型宣

傳似乎就承認了公關行業有一個不道德的起源。

因而，宣傳的「再納入」在學界反響平平。著名公關史學者卡特李

普（Cutlip, 1994）的觀點極具代表性，他認為伯奈斯將公共關係與宣傳

再度結合起來的行為，不僅破壞了公眾對公關的好感，還會助長社會

各界對公關的批評。換言之，相比「公共關係是甚麼」的本體問題，學

界似乎更急於回答「為甚麼公共關係應當如是」的後設問題。此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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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關係領域對「宣傳」的討論也主要聚焦於從「宣傳」到所謂「現代公共

關係」的線性轉變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公關實踐的專業化進程（Bivins, 

2013; Chang & Lin, 2014; Guth, 2008; Salcedo, 2008）。隨著第二次世界

大戰中的納粹宣傳及東西方「冷戰」中的意識形態互滲，「宣傳」的「溝通」

意味不再，在「民主」社會的正當性盡失，轉而與獨裁政治及洗腦、策

反、脅迫等「思想治理術」緊緊聯繫在一起。

納入性排除：「宣傳」的當代指稱與「公共關係」的流行史觀

「宣傳」兩度被納入公共關係知識建構，反映了一種「功能視角」的

宣傳觀。首先，現代公關甫一起步就具有專家型黨派的性質，李視宣

傳為民主社會應有之義，早期實踐具備參與社會改良的歷史自覺。伯

奈斯將「新宣傳」重新納入，使公關功能從「資訊公開」擴展到「型塑公

意」，公關實踐則從解決「準公共組織」的「準法律衝突」轉向服務更多

有「說服公眾」需求的私人企業。他們均關注宣傳在「社會運作」層面的

顯性功能，將宣傳視為公關正當性的「元理由」。其次，現代公關自發

軔就不避諱「自利」（self-interest）的動機，「宣傳」的功能恰恰在於「自利」

行為的公開化、社會化、公共化。無論是李主張的「開明自利」還是伯

奈斯主張的「雙向解釋」，均強調「宣傳」為組織辯護的具體功能，而公

眾有權質疑「宣傳」的偽善、表演、炒作成分，亦有權自願被說服，不

必因被「宣傳」感動、取悅、憤怒而羞愧。

「宣傳」的當代指稱由「功能視角」逐漸轉向揭示宣傳性質的「屬性

視角」。經典解釋集中在「操縱性」和「欺騙性」兩個層面，前者關注宣

傳者的操縱意圖和特權階層操縱大眾鞏固特權地位（Combs & Nimmo, 

1998; Jowett & O’ Donnell, 1992; Pratkanis & Aronson, 1991），後者關注

宣傳如何隱蔽真相製造「騙局」（Cunningham, 2001; Sproule, 1997）。然

而，這種對宣傳屬性的貶義理解，與兩次世界大戰、「文化冷戰」以及

全球學術霸權等有細密關聯，也是諸多歷史偶然因素交織作用的結

果。公關否認與「宣傳」的歷史同構關係，某種程度上也是以「宣傳」的

當代指稱「象徵性湮滅」了公關的宣傳歷史。對公共關係學的影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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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宣傳」被表面上納入「類型學」與「前史」的範疇，實質上卻被概念

化、理論化等基礎研究中排除。
1931年，英國歷史學家巴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首創了「輝

格史」（Whig history）一詞，抨擊撰寫於19世紀的英國史。這是一種帶

有偏見的歷史寫作方法，擅長根據當下觀點編織歷史事實，讓人們以

一種類似「滾雪球效應」的方式接受某些結論。本文認為在公共關係學

界，存在類似的進步主義信念，尤其在處理「宣傳」問題的搖擺態度

上，就體現出強烈的「輝格史觀」意味。過去一個世紀，公共關係學界

積極創造符合「好公民」形象的敘事，形成歷史上線性的、道德上合理

的、以技術為導向、以互惠為原則的公共關係解釋框架。1985年，美

國馬里蘭大學的格魯尼格團隊獲得來自國際商業傳播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的課題資助，並開啟了一項長

達15年的研究專案，該專案產出迄今全球公關學術領域的主導理論範

式「卓越公共關係」。卓越理論將公關置於更平等互惠的道德規範之

中，且進一步與「說服」劃清界限（黃懿慧、呂琛，2017）。「後卓越時

代」的公共關係被更精確地定義為一種需要進行統計測量的組織行為，

公關實踐與學術都傾向於把「能被測量的事情」放在優先位置，而對於

公共關係如何在社會人文層面運作的思想產出少之又少。

匯入本土與「宣傳斷裂」：中國公共關係學的「閾限性」

西方公共關係學長期糾結於如何處理「壞宣傳」的問題，宣傳被反

覆納入又排除。相比之下，中國宣傳觀念與西方頗為不同。近代以

來，宣傳服務「革命」，是不同黨派「強化顯政」的重要依託，長期受到

政治精英的積極認證；宣傳亦參與喚醒民眾、抗戰動員、國家建設等

主流歷史進程，知識份子大多對宣傳抱以遐想式期待，較少有意批判

宣傳之「惡」（劉海龍，2013：335）。中國公共關係學的「閾限性」與「宣

傳」的語義失靈或歷史污點關係不大，更多體現為「匯入本土」與「宣傳

體認」之間的交相遞嬗。換言之，在中國，宣傳「先行的」具備理論與

實踐的正當性，「公共關係」在1930年代與1980、90年代兩度東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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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與國家目標契合，確立自身合法性。然而第二次引進存在顯著的

「宣傳斷裂」，國家經濟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深入到學界、業界及社會各

界，在親市場、弱政治的路徑選擇中，公關行業聲譽、實際效用、社

會價值、職業道德等問題亦不斷突顯（Hu et al., 2015）。時至今日，中

國公共關係學仍在「正當性」爭議中艱難探尋「正當化」之路。

戰時國際宣傳與公關人才培養： 
1930年代引進公共關係的實用考量

當伯奈斯首次推出「公共關係」一詞應對美國公眾的「宣傳厭惡」

時，「宣傳」幾乎同時登上中國歷史舞台。1920年代，「宣傳」與啟蒙、

變法、革命、政治、煽動乃至文學、文藝等概念交織，是政治精英極

為關心的問題，也在知識份子內部產生蕪雜論辯。抗戰爆發後，「救亡

壓倒啟蒙」成為時代主題，「宣傳」前所未有地走向大眾，被賦予既神聖

又寬泛的意義。

隨著記者職業心態向「戰時宣傳員」轉變、新聞教育主題向「宣傳救

國」傾斜，「公共關係」借「宣傳」之名進入中國。1934年，燕京大學「大

幅削減密蘇里的報業經營管理課程，取代的是實用宣傳技巧與政府公

共關係課程，以培養宣傳人才，幫助政府提升中國的外交形象，贏取

國際支持，抵抗日本侵略」（張詠、李金銓，2008：304）。新聞系主任

梁士純主講「實用宣傳與公共關係」、「輿論與宣傳」兩門課程，並於
1936年出版《實用宣傳學》一書，該書參考書目包括伯奈斯的《輿論的

結晶》和《宣傳》，以及朗（John C. Long）的《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

等以「公共關係」為主題的論著（王曉樂，2010）。1937年梁士純還在《戰

時的輿論及其統制》演講稿中提出影響輿論的途徑包括「檢查／消極的」

與「宣傳／積極的」（轉引自倪琳，2017）。可見，這位「中國公關之父」

對宣傳秉持正面態度，「公共關係」被納入新聞學研究領域，作為指導

「宣傳戰線」各項工作之正當學問。

彼時，「公共關係」抑或「宣傳」概念均處於未定型、未嚴格區分、

彼此含混的「閾限」階段。若以今日流行定義檢視中國早期公關實踐，

則容易忽略歷史本身的「閾限性」，將這段宣傳名義下的公關發生史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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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曇花一現的「前史」，繼而錯失更具複雜性、湧現性的「閾限」視角，

忽視所謂歷史「結果」背後潛隱的驅動力。

回顧此階段的學科引進，大致有兩方面的實用考量：一是知識與

實踐層面，引進公共關係原理協助政府開展國際宣傳；二是人才培養

層面，超越新聞院系向報界輸送專職記者的傳統觀念，培養有宣傳謀

略的公關人才。

首先，公關知識與實踐進入中國可視為「國難所迫」、「報界呼

籲」、「學界回應」的多元互動過程，政界、業界、學界訴求可歸於一

處：戰時國際宣傳。梁士純於1934年秋出任燕大新聞系主任所面臨的

迫切工作是「募資金、圖存續」（王聰穎、孫邦華，2016）。在為燕大募

集資金的過程中，梁憑藉出色的社會活動能力，邀蔣介石、宋美齡、

孔祥熙、汪精衛、張學良等政要出台，同時聯絡林仲易、劉豁軒、成

舍我、斯諾等海內外報界名士，或直接贊助，或以兼職講師、到校講

演、專題研討方式支持新聞系復辦。復辦後的新聞系積極回應國難及

報界困境。從政府層面看，「訓政」體制下的新聞檢查模式與公關宣傳

思維並不衝突，因為相比報章文論，公關是更有目的、有計劃、有策

略的說服性實踐。二戰期間中國的政府公關實踐頗具代表性，國民黨
1937年成立的國際宣傳處被視為中國版克里爾委員會，由著名報人董

顯光領導，直接對蔣負責，擔負著「把中國介紹給西方世界的責任」（董

顯光，1973：71）。國宣處在開展國際宣傳、進行多方遊說、爭取美國

同情與援助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宋美齡在美巡迴演說即是其精心策

劃的典範（王曉樂，2016）。對報界而言，戰時國際宣傳面臨「既不得人

又不得法」的實踐困境。戈公振在燕大的演講中曾呼籲「加強國際宣傳

既是新聞界的責任，也是新聞教育的責任」。作為學界回應，燕大新聞

系1930年到1940年的本科畢業論文有12篇專門研究宣傳問題，其中，

「戰時國際宣傳」是核心主題（胡百精、王雪駒，2018）。總之，作為新

式知識與實踐，「公共關係」在「詞與物」的雙重層面向宣傳匯流，力圖

在國家「外宣戰線」發揮效用。

其次，此階段公關實踐不限於報章宣傳，而是具備鮮明的「遊說」

色彩，暗含培養政府公關人才、參與國際公共事務、達致領袖地位的

宏願。梁之前，燕大新聞系的歷任系主任（白瑞登、聶士芬、黃憲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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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關係密切，在人才培養模式上亦師法美國，以

培養「報界專門人才」為目標。然而，在梁看來，編輯、記者等專門人

才並非新聞教育的最高目的，「領袖」才是更為關鍵卻極為緊缺的人才

（王聰穎、孫邦華，2016）。這裏的「領袖」既非報館領導或卓越新聞記

者，又不同於「為黨國培植政治幹部」的官僚取向，而是希望培養有國

際視野、有宣傳謀略的公關領袖，這類人才須擅長在不同利益主體、

不同黨派、不同文化群體間進行多方遊說（恰如梁本人在募資、交遊、

演說、外交等方面的突出才能），進而在更高維的話語／權力場中為民

族國家「鼓與呼」。這一人才培養模式的轉向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超

越了記者只為「做新聞」而搭建社會活動網路的實踐範疇，另一方面不

單純迎合報館對初級勞動力的需求，回歸新聞教育的精英立場和「改造

社會」的理想主義志向，強調公關人才可在政界、商界、文化界、民間

團體等不同關係場域實現既定宣傳目標，從而開闢「報人報國」的新路

徑。梁之後，燕大新聞系的兩任系主任劉豁軒、蔣蔭恩均有豐富的業

界經歷，他們逐漸擺脫對密蘇里模式的橫向移植，在國難、戰爭、亂

世中艱難持存新聞系並朝本土所需轉舵，有意識地培養宣傳與公共關

係人才。

經濟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1980、90年代引進公共關係的延續與斷裂

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成立「中國公共關係研究課題

組」，拉開中國現代公關研究的序幕。同年，《經濟日報》發表長篇通訊

〈如虎添翼—記廣州白雲山製藥廠的公共關係工作〉並配發社論〈認真

研究社會主義公共關係〉，從官方層面確證了公關事業的合法性地位。

次年，深圳市總工會開辦全國首個公共關係培訓班、廈門大學為本科生

開設「公共關係原理與實務」課程、深圳大學則設立大專層次的公共關

係專業，此後，中國公共關係學逐步發展起來，至今已40年歷史。

一個學科，兩次引進，延續與斷裂同在。從延續性上看，兩次引

進雖間隔半世紀，但匯入本土、契合國情、適應現狀、順應時代的實

用主義取向並未發生根本變化。此番公關雖不再借名「實用宣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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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國家至上」的基本前提依舊：1930年代戰時宣傳有益民族獨立、
1980年代現代公關有益改革開放（劉海龍，2013：343）。在學科引進初

期，「大學教材」是傳播公關知識的主要管道（Choy & Huang, 2021），

包括明安香等主編的第一本公關教科書《塑造形象的藝術—公共關

係學概論》（1986）、王樂夫等合著《公共關係學》（1986）、居延安所著

《公共關係學導論》（1987）、廖為建編著《公共關係簡明教程》（1989）、

熊源偉主編《公共關係學》（1990），湯濱等翻譯的美國的「公關聖經」《有

效公共關係》（Effective Public Relations；1988）、何道隆等翻譯的經典

之作《公共關係學》（Public Relations for Marketing Management；
1987），以及張龍祥主編的《中國公共關係大辭典》（1993），這些出版物

對新生的中國公關實踐與教育起到啟蒙作用，主要內容大多重點論述

美國職業化與商業化發展的企業公關技巧（程曼麗，2007），力圖契合

改革開放的主流價值，指導社會主義企業開展公關工作，同時建立舶

來學科的政治正確性。

然而，相比民國時期公關作為體制性宣傳的「有機補充」，在對外

宣傳、民間外交、政治遊說等各類宣傳實踐中發揮作用，進入1980、
90年代的「後革命」語境，「公共關係」很大程度上從「宣傳」所涵蓋的社

會動員、輿論組織、意識形態說服等宏觀面相與泛政治意涵中「斷裂」

開來，聚焦到對企業人、事、物的具象管理層面，旨在適應並推動國

家市場經濟建設。第一代公共關係學人「集體有意識」地將公關問題放

置於企業和經濟領域，較少深入研究美國公共關係史中的「宣傳史」部

分，而且公關與政治、政黨、體制性宣傳的關係也一度被認為是「不好

碰」、「有風險」的話題（胡百精，2014b：97）。

這種斷裂並非自然發生，而是由寬緊反覆的政治氣氛及經濟權力

的「毛細管作用」（王汎森，2013）共同塑造的結果。胡百精（2014b：
34）認為，在1980年代的中前期，中國社會產生現代公關萌芽的必要不

充分社會條件，包括文化界的「新啟蒙」、民間經濟領域的「思想解放運

動」，以及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憧憬，此一階段「廟堂」與「學堂」的身

分認同皆為「改革者」，即使有分歧，也是改革方式的「漸進」抑或「徹

底」，而非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分野。劉曉程（2020）以「國家公共關

係」為主線的歷史考證亦認為，初期引進「公共關係」除了企業作為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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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亦兼顧參與政治改革的想像，譬如1986年，時任上海統戰部部

長的毛經權提出政府部門要利用公共關係「協調與公眾的關係問題，以

求得公眾的諒解和支持」（轉引自胡百精，2014b：60），另有趙建華與

胡正娥（1988）、費孝通（1989）、彭伽民（1990）、安崗（1992）等呼籲將

公共關係與服務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政府公共關係事業、促進社會主

義民主政治結合起來。隨著1980年代末的特殊政治風波以及1992年正

式啟動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經濟話語暫時取代階級、路線、主義等

政治話語，建設市場經濟的目標暫時將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懸置」起

來，國家經濟權力如「水分子」般浸潤到全社會的「毛細管」當中。從體

制內的不同部門、機關、高校，到體制外的各行各業，都因勢而動，

政策所提倡的被視為機遇與方向，反之則為人們所諱言與自覺壓抑。

可以說，國家政策向市場經濟傾斜，就是最大的「觀念公約數」，繼而

也影響到知識正當性的建構。

公共關係學的知識正當性很大程度上是在經濟權力向全社會（政

界、學界、業界）的深層滲透中建立起來的。人們試圖從不同角度建構

這個辭彙、這門學科、這種方法與經濟改革的合理性聯繫。僅學界就

出現公關「管理說」、「傳播說」、「關係說」、「形象說」、「組織協調說」

等一系列流派，業界則圍繞「諮詢」、「策劃」、「謀略」等現實目的對公

關加以闡釋，對公關「經濟價值」的討論先於圍繞這一概念的專業證

成。而「宣傳」長期攜帶的政治性、政黨性、以及與前一個「革命」時期

的一體化宣傳相關的複雜記憶，似乎也亟需借助中性化、科學化、隱

蔽化、專業化的公關宣傳模式加以改造。避開政治公關擁抱商業公關

的同時，新生的中國公共關係學難以實質性介入政治公關經常連帶的

「官民對話」、「政企對話」、「輿論競爭」等涉及公共事務的社會議程，

商業公關又不可避免地與功利主義合流。1989年《公關小姐》電視劇熱

播所造成的職業污名至今仍根深蒂固，同時期的公關實踐亦經常與酒

店、禮儀、小姐、拉關係、走後門、選美比賽、點子大王、頭腦公

司、企業形象識別（Corporate Identity, CI）策劃等一系列曖昧不明的標

籤關聯，種種「虛熱」為學科衰落與專業冷寂埋下隱患。到1990年代

末，專業停辦、期刊停刊、教學研討會停擺接連發生，即使到21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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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公共關係學在中國仍未邁入「獨立學科」（陳先紅等，2005）。對比

公共關係學的兩次引進，不難發現，「匯入本土」的實用主義精神得以

延續，而對「宣傳」的體認逐漸邊緣。

西方公共關係學存在的顯見問題是將自身理想化，與「宣傳」保持

距離，從而繞開對公關實踐之現實（reality）的直接拷問。 格雷柏

（Graeber, 2018）將公關視為「打手型」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這

類工作並非真的花錢僱人打架，而是作為僱主的代理人、作為權貴利

益的附庸，以極強的話術或策略去洗腦、欺瞞、哄騙普通人。中國公

共關係學有類似問題，那就是理念與實踐的脫節，這種脫節並非以「妖

魔化宣傳」的方式展開，而是以從「宣傳」中「斷裂」開來的方式構建「現

代化」知識體系，長期以來既不試圖與本土宣傳歷史與實踐對話，又不

得不借助宣傳效果來回應專業性質疑。

重思「宣傳」：全球公共關係學的「公共性」轉向

近年來，全球公共關係學界開展的自反性研究，試圖將「宣傳」從

「不道德」的泥淖中拉出來，這些研究並非皆以「宣傳」為題眼，但「重

思」宣傳成為批判公關主導範式、適度修正輝格史敘事、另辟數字時代

公關研究新天地的契機。本文將此學術趨勢概括為「公共性」轉向

（publicity turn）。不同於自然科學領域的「科學革命」，人文與社科領域

的學術轉向旨在提出替代性的認知模式。本文所言「公共性轉向」，旨

在從publicity這一既區別於propaganda的「宣傳」同義詞、又可接軌政

治哲學領域「公共性」學術脈絡的概念出發，重新定位公共關係學從歷

史到當下的公共價值之所在，以期從公關宣傳史的建設性、公益性、

公開性、公眾性等層面紓解宣傳原罪束縛，找尋遺失已久的公共宣傳

傳統，找尋因應「宣傳憂慮症」之策。

首先，公共性轉向主張吸納「公共哲學」視角，如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政治公共性、哈貝馬斯的輿論公共性、羅爾斯（John Rawls）

的理性／推理公共性、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共同善」公共性、桑

內特（Richard Sennett）的「公共人」／表演公共性等，以期將公共關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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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學討論從工具立場的實用主義層面擴展至公共參與及公共證成的

層面。其次，公共性轉向可與新聞傳播學界圍繞大眾傳媒之公共性、

公共領域之公共性、網絡空間之公共性等牽涉當代社會現實問題的相

關研究展開對話，諸如可見性之公共性、集體情感之公共性、策略溝

通之公共性議題，恰恰是現代公共關係理論架構中日益模糊的部分，

以至於當公共關係實踐介入「公領域」時，其動機及普遍代表性也日益

可疑。最後，公共性轉向如其對宣傳的「再發現」一般，拒絕整體性否

定公關的說服傳統，因為這不僅將「公關史」研究置於自我否定的邊緣

境地，還取消了對「宣傳」的多樣性、複雜性、變遷性的研究。相反，

公共關係學的公共性轉向關注平台資本主義時代崛起的新型「說服性實

踐」，如線上點評、口碑平台、素人行銷、「飯圈化」公關、演算法推

薦、智能客服以及日益真假難辨的互聯網「錯覺文化」。正如著名公關

學者Fawkes（2021）所言，公共關係在本質上是一種「表演實踐」，學者

們需要更深入、更細緻地研究新興領域的公共關係表演正在如何上

演，進而理解人們對互聯網中無孔不入的說服性資訊的集體疲憊。

在西方公共關係學界，上述公共性轉向集中表現為三種研究趨勢。

其一，反思主導公共關係理論與範式，引入「宣傳」的概念性研

究，以替代性觀點理解「公共關係」，以期找回被忽視或遭誤讀的宣傳

研究議題。針對卓越理論的批評幾乎與雙向對稱模式的全球擴張同等

頑強，從1990年代延續至今，而針對關係管理理論的批評則集中在最

近十幾年。上述反思有大體一致的學術呼籲，避免將一般性理論視為

解決全部公關實踐問題的標準，防止追求理論普及而犧牲現實關照和

批判自覺，使對稱、關係、對話等概念滑向「平等主義」的意識形態，

導致公共關係學走向空有其表的領域。「宣傳」作為理解公共關係的重

要維度之一（L’Etang, 2008）在這個過程中浮現出來，Fawkes（2006）詳

盡比較了宣傳、說服、公共關係三個極易混淆的概念，Moloney（2006）

則率先提出，所謂「從宣傳到公共關係」的線性轉變只是概念替換而非

實踐變化，Lamme和Russell（2009）進一步擴展概念性論證，認為遲至

「一戰」前夕，包括propaganda和publicity在內的多個概念已經演變為相

同含義，「說服」也逐漸擺脫「宣傳」的陰影，成為重建公共關係認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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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概念。事實上，「說服」與亞里士多德以降修辭學的脈絡更為緊

密，而「悅服」與「說服」作為中西傳播理論的原型（林升棟等，2023）在

個體或組織參與公共生活、公共事務、公共討論等方面的合理性亦更

顯著。與此同時，主導範式之外，人類學、歷史社會學、文化地理學

等跨學科視角被引入公關批判研究，公關倫理也超越弗洛伊德及伯奈

斯的遺產，榮格心理學、積極心理學等視角受到關注，性別、種族、

跨國等方面的研究也為「後卓越時代」的理論修正提供了豐富案例與經

驗證據。

其二，反思「美國中心主義」和「企業中心主義」，引入「宣傳」的積

極面研究，非西方視角和政治傳播中的「公共行政」議題成為新的學術

增長點。在公共關係領域（無論學界還是業界），美國長期佔據現代公

關實踐「原產國」和公關學術資源「輸出國」的中心位置，一項針對《公

共關係評論》（Public Relations Review）在21世紀前15年的系統綜述發

現，有高達65%的文章來自美國，且22所學術生產力最高的大學中有
17所是美國大學（Elgueta-Ruiz & Martínez-Ortiz, 2022）。在美國「宣傳」

的顯著貶義化始於1917年威爾遜總統創建克里爾委員會，這種關聯一

度被建構為西方世界的研究共識，至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在不同歷史時

期、不同實踐情境中「宣傳」的正面作用與公共價值則長期被遮蔽。近

年來，期刊論文及學會徵稿方向也體現出對美國學術殖民化的擔憂，

來自拉丁美洲、亞洲、非洲、歐洲等地區的研究顯著增多。華人文化

圈的儒家公共關係實踐也備受關注，「仁」、「愛」、「禮」、「義」、「中庸」

等儒家思想正在為國際公共關係學術研究提供中國智慧（Hou, 2021）。

針對企業中心主義的反思可從近年來政府公共關係研究的強勢增長中

找到線索，國家公關、公共部門宣傳、地方政府數字服務、平台治理

以及全球疫情中各國政府的應對策略等研究都試圖將公共關係的公共

說服傳統帶回讀者視野（Dong et al., 2023）。

其三，反思公共關係歷史研究的主流敘述，引入非典型「宣傳史」

研究，邁向公共關係的非線性歷史。推動這一轉向的奠基性文獻來自
Lamme和Russell（2009）合作撰寫的文章。二位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的公關史敘述是線性的（19世紀末美國商業公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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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漸進的（從不道德的早期根源到道德的組織傳播）、與宣傳截然

區分的技術主義進化史，這不僅誤解了公共關係「以說服取代強制」的

功能，而且錯失了1900年之前更廣闊的公關史。當然，這項研究的意

義不僅在於補充非典型宣傳實踐的歷史先例，而是正如Brown（2011）

所言，它使公共關係從作為商業管理策略而被知識界邊緣化的境地中

掙脫出來，並與「宗教、政治、改革」等更大、更深層次的問題接軌。

這無異於為公共關係研究帶來一種全新的歷史觀，並幫助公關史學者

擺脫「宣傳憂慮症」。受此啟發，公關史研究的豐富面向得以呈現，西

班牙學者Xifra和Collel（2014）創造性地借鑒法國年鑒學派的心態史研

究，將公共關係視為一種長時段（longue durée）現象，並以法國學者勒

高夫（Jacques Le Goff）對中世紀宣傳史的研究為例，闡明公共關係非線

性歷史研究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美國學者的最新研究甚至有動搖艾

維．李「公關之父」的潛力，研究發現早在1819年的國際和平運動中就

出現向報紙提供新聞稿的公關策略，遲至1840年代，多達一千家獨立

報紙都參與其中，當時，一位名叫伯里特（Elihu Burritt）的年輕律師利

用報紙郵資法的漏洞，定期向多達1,500家報紙傳播資訊，平均每條資

訊產生200多篇文章並覆蓋數十萬報紙讀者（Page et al., 2024），此類研

究頗有開啟公關「隱藏史」的潛力。

在中國公共關係學界，上述公共性轉向體現為兩種新趨勢。

其一，中國本土公關學者積極開展一般性理論建構與理論發展研

究。作為舶來學科，中國公共關係學的40年發展，呈現出從實務研究

向基礎研究、從經驗研究向批判研究、從理論驗證向理論建構的研究

轉變，這既符合學科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規律，也體現中國公共關係學

界的學術主體意識。首先，一般性理論建構方面，代表性成果來自陳

先紅基於跨學科視角提出的公共關係生態理論（Ecological Theory of 

Public Relations, EPR）與積極公共關係理論（Positive Public Relations, 

PPR）。公共關係生態理論以深層生態學範式重構公共關係理論體系，

在組織－公眾關係範式中加入「環境」維度，提出「關係資源網、關係

傳播流、關係生態位」作為公共關係學的三個範疇，「織網、造流、佔

位」構成公共關係研究的總體任務（陳先紅，2004）。積極公共關係理論

的核心要義則是在公共關係與中國文化傳統之間尋找契合點，基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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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陰陽哲學構建「公共關係太極模型」（Taiji model of public relations），

用以研究積極公關與消極公關間的動態轉化過程（Chen et al., 2020）。

目前，國內圍繞這兩項原創理論的實證研究已陸續出現，國際學界也

開始關注中國原創理論的適用性與操作化問題。

其次，理論發展層面，新一代公關學人圍繞公關對話理論（Dialogic 

Theory of Public Relations）接續發力。胡百精（2007）率先將「事實－價

值二分法」引入公關對話理論框架；宮賀（2019）提出了橋接公關對話理

論與社交媒體情境下中國健康傳播研究的可能路徑，她的新近研究還

從對話理論出發，結合中國本土政務微博實踐討論了特殊的「官民對

話」問題（宮賀等，2021）。劉曉程則圍繞「對話公關」的表現形式、價

值追求、實踐邏輯、內在悖論等問題進行了細緻的批判性研究（劉曉

程、彭倩，2020；劉曉程、汪寧寧，2021）。無論是建構一般性理論還

是發展公關對話理論，均可見中國公共關係學者的公關公共性認識

論，一方面從被動的理論接受到主動提出中國概念，另一方面基於中

國語境，深掘對話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諧」理念相契之處，亦足

彰其公共性旨趣。

其三，重新發現民國，清理公關學術史中被忽視的「宣傳」實踐，

挖掘中國本土公共關係的早期實踐脈絡與先驅人物。經典研究來自王

曉樂（2010、2013、2016）對民國時期公共關係教育與實踐的細緻疏

理，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國際宣傳處或可視為中國版克里爾委員

會，其戰時宣傳與國際公關實踐具備重要的研究價值。值得注意的

是，著名華裔美國歷史學者林郁沁（Lean, 2023）將民國時期的輕工業實

業家陳蝶仙與美國「行銷鼻祖」巴納姆並置起來，為我們在今天回溯中

國本土商業公關實踐提供了全球史視角。事實上，在美國公關史的傳

統敘述中，人物、事件、陰謀論可謂勾連起公關「故事世界」的三根筋

骨，遠可追溯至17世紀殖民地時代的土地兜售及移民宣傳，近有「巴納

姆－貝利馬戲團」、洛克菲勒家族洗白術、紐約第五大道「自由火炬」

活動、尼克森競選班底等臭名昭著、因而也聞名於世的公關典範。從

這個意義上說，公關雖並非美國獨有，但確為「美國製造」，而打造中

華美妝品牌「蝴蝶牌」的本土實業家陳蝶仙，則使讀者欣然窺見中國本

土公共關係微觀實踐區別於美國進路的「別有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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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與政治學、傳播學、輿論學對「宣傳」的警惕一樣，公共關係的「宣

傳憂慮症」既是公共關係作為一門「閾限性」學科的重要表徵，又是公共

關係學誕生以來的一個恆久問題。李金銓（2019：69）以「內眷化」呼籲

傳播學界及時自反，本文以一個同樣來自人類學的概念「閾限性」對中

西公共關係學展開自反性回溯。如果說傳播研究的「內眷」與「美國即

國際」、「實證即科學」的學術霸權及冷戰陰霾脫不開關係，那麼公共關

係學領域的知識駁雜、範式混亂、定位搖擺、自視甚低的「閾限性」則

離不開「公關與宣傳」的歷史同構關係。本文無意為「宣傳」正名，而是

主張「宣傳」不只有好壞之分，其正當性取決於介入社會運作時對個人

自由與權力控制的平衡。對公共關係學而言亦是如此，公共關係是否

正當不在於名義上的「對稱」，而在於如何結合公關實踐的現實，完善

宣傳倫理，更有道德地說服，更有公共性地為組織利益辯護。近年

來，全球公共關係學發生顯見的公共性轉向，「宣傳」的再發現是關鍵

動力。隨著人工智慧等新技術的狂飆突進，100年前作為「新宣傳」誕

生的公共關係早已脫離顯性的「操縱」範疇。如今，社交網絡中的促銷

文化、聊天機器人、智能客服、直播帶貨、網紅經濟、素人故事、口

碑行銷等，其宣傳實踐無孔不入地嵌入當代人的日常生活，或許一個

「新新宣傳時代」已然降臨，而公關研究的未來不僅沒有終結於此，反

始於對百年來「宣傳憂慮症」的積極療癒。當然，面對中西從40年到上

百年的公共關係學科的曲折發展歷程，基於「閾限性」視角的自反研究

必然還有很多可行的路徑，但本文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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